西周的“区別-连接”的哲学
——包摄“实证主义”思想与“天”的思想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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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走进西周的“哲学”

　  西周在《百一新论》（明治7年、1874年出版）之中，首次在日本使用了“Philosophy”的翻译语“哲学”。而后，在明治10年东京大学创立的纪念演讲之中，西周提示了与“实验”相并列的“溯源”这一探究知识的方法，并向青年一代呼吁创造“哲学”这一概念。[footnoteRef:1]基于这样的事实，或许我们就理所当然地认为西周就是代表近代日本“哲学”第一代的“哲学者”。事实上，聆听了西周的演讲，而后在哲学讲座的组织化、专门学术杂志的出版、培养继承者等一系列“外部的制度化”领域发挥了巨大作用的井上哲次郎，就将西周列为了明治初期输入西方哲学的第一人。[footnoteRef:2] [1:  西周：《学问在于深化渊源之论》，《西周全集》，第1卷，第568-573页。]  [2:  井上哲次郎：《明治哲学回顾》，序论，岩波讲座《哲学》，1932年。] 

    但是，对于井上哲次郎之后的体制内、专业化的一代人而言，西周基本上只是维持在了一个启蒙思想家的地位。根据继承井上哲次郎的第三代的人物——桑木严翼所言，尽管西周开始制定哲学术语，而后输入了以实证主义、经验主义、功利主义为思想根基的社会科学，在多个领域树立了不小的功绩，但是就“哲学”而言，西周只是一个将“人生哲学树立为根本”的启蒙思想巨人，而不能称之为专业性的哲学者。[footnoteRef:3] [3:  桑木严翼：《日本哲学的黎明期》，书肆心水，2008年，第17-22页。] 

    桑木围绕西周的评述涉及到了多个领域，且保持了与之相应的平衡。或许正因为如此，我认为这样的评价也为西周的后世评价发挥出了一个确定基本方向的影响。[footnoteRef:4]尽管如此，我们姑且将什么专业性的问题搁置一旁，桑木的评价之中应该存在着近代“日本哲学”所特有的一种偏见。具体而言，桑木的哲学观念的前提在于新康德派哲学，若是将桑木的西周评价与明治三十年代《哲学杂志》所进行的论争关涉在一起的话，那么，桑木应该是属于与实证主义相对抗的形而上学派。换而言之，桑木是以理想主义式的哲学观念为基础，故而对于接续“功利主义”的西周的“实证主义”采取了否定的批判态度。[footnoteRef:5] [4:  舩山信一曾评价西周为“哲学的百科全书”（《明治哲学研究》，第29页），尽管亦将之称为“日本哲学之父”，但是依旧将之视为“自觉的哲学以前”的“启蒙主义者”（《日本的观念论者》，第15-16、19页）。小坂国继在将西周称之为“启蒙主义者”的同时，也评价其为优秀的“体系者”（《明治哲学的研究》，岩波书店，2013年，第60页）。不管如何评价，西周皆被一致评价为启蒙思想家。]  [5:  《哲学杂志》第11卷（1896年前后）的论争。不仅是桑木严翼，高山樗牛与姉崎正治等一批人亦带有了显著的形而上学倾向，且组织成立了以大西祝为精神支柱的“丁酉恳谈会”。而且，桑木在勘校《排斥形而上的理论、注重事实的证明》之际，创造了“实证主义”、“实证哲学”等术语，不过西周自身翻译之际选择的则是“实理哲学”。参考桑木严翼：《日本哲学的黎明期》，书肆心水，2008年，第36页。] 

　  西周理应作为一名“实证主义者”而存在，但是在阐述宗教的《教门论》之中，却直率地对形而上的“天”提到了“信”的问题。[footnoteRef:6]在此所谓的“天”，并不是幕府末期的作为主流思想的朱子学的“天”的范畴，而是山鹿素行、伊藤仁斋、荻生徂徕这一批所谓的古学派的“天”。依照井上哲次郎的阐释，这一思想的源流可以追溯到悠远的空海的密教思想。[footnoteRef:7]那么，这一传统性的“天”的思想与实证主义（或者功利主义）的哲学在西周的内部是如何结合在一起？如果我们不阐明这一问题的话，那么西周的哲学对于我们而言依旧是一个未知。 [6:  桑木指出西周的思想之中存在着宗教性，并认为这一点不同于通常意义下的启蒙主义者。但是，桑木也只是止步于此，并没有深入探讨这样的宗教性对于西周的哲学带有了什么样的意义。参考桑木严翼：《日本哲学的黎明期》，书肆心水，2008年版，第21、61页。]  [7:  井上哲次郎：《日本古学派之哲学》（富山房，明治32年）与《哲学视角下的弘法大师》（六大新报社，大正7年）。] 

    不言而喻，如今针对重新诠释徂徕学或者东亚的儒教传统是如何影响了西周的研究活动日益活跃，也就是说在重新确定近世日本思想与近代化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的过程中，针对西周的公正评价亦正在萌生。[footnoteRef:8]尽管如此，我认为不管我们如何研究思想层次的彼此影响或者作为背景的文脉，也不可能达到“哲学”的地步。[footnoteRef:9]要达到这一地步，就要求研究者具备极为了不起的见地。一般而言，所谓“哲学”，就是在一种探索根据、即令“现实”世界得以内在地形成的视野所无法企及的根据的、直观性的知。[footnoteRef:10]因此，如果要把握西周的“哲学”，就必须将视角聚焦到西周朝向这样的根源之处的视线。 [8:  岛根县立大学西周研究会编：《西周与近代日本》，塘鹅社，2005年。]  [9:  小泉仰：《西周与欧美文明的邂逅》，三岭书房，1989年。]  [10:  在此所谓的“根据”，依照自古以来的传统，可以通过超越性的“理”、“道”、“真如”、“理性”、“理念”、“神”等概念来加以表述。但是依照现代哲学，则被视为内在于“现实”的“条件”、“前提”、“构造”、“径路”。例如，怀德海就在《过程与实在》（三铃书房，1983年）之中，认为依照直观与逻辑来记述现实世界得以形成的“普遍性的图示”的就是“（思辨）哲学”。] 

　  本论为了把握西周的“哲学”的整体，拟设定三大命题为线索来推进考察。第一，就是为了对抗朱子学的“理”，西周提出了“关系即理”的命题。在此，我将通过考察朱子学、古学派尤其是徂徕学，亦包括了孔德或者约翰.穆勒的实证主义哲学，即三者之间的差异性，将西周的实证主义“哲学”的特征界定在为一切事物的宇宙导入了“区别-连接”的视角。第二，就是西周针对宗教所提出的基本性的见解——“知／信”的命题。在解读这一命题之际，“科学与形而上学与宗教与道德的关联性结构”引起人们注目。[footnoteRef:11]这就是以“天”为支撑、以“理”为媒介的西周的哲学“体系”（System）。第三，就是针对现实世界而作为推动“区别-连接”的依存之所的“情=脑”的命题。我将追索它究竟是如何一方面实现了诸科学的统一，一方面推动了功利主义伦理学的体系化的问题。  [11:  围绕与道德相并列之地位的美学、即“美妙学”的问题，我将再撰文讨论。] 

　  在此我选择的论述文本是西周将“理”的诠释推到极致的《理字说》、西周阐释宗教观念与科学之关涉的《教门论》、作为西周实现诸科学的“统一之观”的哲学思想之例证的《心理说一斑》。文本的出处除了《教门论》，则是依据《西周全集 第一卷》，不过为了便于读解，我亦进行了一点改动。

一、《理字说》与“关系即理”命题

    西周晚年曾进行过一场题为“理字说”的演讲，[footnoteRef:12]并概括性地阐述了自身对于“理”的思索。不言而喻，我们在西周初期的《生性发蕴》或者其他的著述之中可以找到同样的认识，尤其是言及到了“はず”或者“わけ”（二者皆表记为“理”）的《尚白劄記》。接下来，我就以这次演讲的要点为核心，亦将《尚白劄記》纳入到考察范围，尝试阐述一下西周的“理”。 [12:  该演讲在西村茂树的弘道会举行，原文起草于明治20年以后。参考西周：《理字说》，《西周全集》，第1卷，第598-602页。] 

    根据西周的阐述，“理”原本是指玉石的“纹路”，由此而转指事物之间的“直路”即“道”。之后，“道”就喻指通达之大路；“理”则是指细小入微、俄而不见之路。但是，“形而上学”这一概念的出处——《易经》却并没有突出“理”。一直到宋学的时代，“理”才作为对抗禅宗“空理”的概念而被一元性地、普遍化地加以树立起来。在宋学的范畴下，“理”乃是一切事物的善的秩序原理，同一之理不仅贯穿于物，亦贯穿于人心（性），由此人之心性原本为“理”、为“善”。这一“性即理”进而“性即善”，就是以朱子为集大成的“性理学”的两大公理。“理”与气结合而构成秩序，化生森罗万象。但是，在西周的思索之中，最初呈现出来的不是“理”，而是“气”。

      窃以为，称之为气质之禀者既为一定，此即为后来应万般事之主宰、指定其方向者也，此外别无所谓理者，而无所存也。[footnoteRef:13] [13:  西周：《西周全集》，第1卷，第600页。] 


万物之“主宰”乃是“气质”或者“气禀”，也就相当于德川初期的伊藤仁斋所谓的“一元气”。[footnoteRef:14]而且，西周认为，“气”促成了万物的生成变化，故而也就站在了“气一元论”的立场。与之不同，“理”则是， [14:  参考伊藤仁斋：《语孟字义》，《日本思想体系》第33卷，岩波书店，第15页。] 


盖所谓理者，乃为虚体，其气禀性质一定，则随应之事物而呈现为关系，且唯有察人心之关系者方可观之。凡万事万物若是两性相对，则此际无不生理，犹如火之对于水，木之对于金，子之对于父、妇之对于夫，中间必有一定之理，即关系无处不在。[footnoteRef:15] [15:  西周：《西周全集》，第1卷，第600页。] 


    西周认为，事物并不是单独存在，事物的恒定的气质应对其他事物之际会呈现出来一定的“关系”。这样的“关系”经过“人心”的观察，由此而衍生出了“理”。换言之，所谓“理”就是由观察的主观来施行的对于事物关系的把握，就此而言，它不是事物之中的实体，而是“虚体”。这一点尤为重要。不管人是否会观察，事物间的关系是否存在，这样的关系要成为“理”，观察则是必不可少的。在西周之前的思索之中，不管是水与火的物理性的关系，还是父与子的伦理性的关系，就事物间的关系这一点而言可谓是保持一致。但是，在此亦存在着差异性。较之物理的普遍一致性，以心理为基础的伦理则是多种多样、不尽相同。之所以伦理并不是千篇一律，乃是因为在此交织着对事物展开诠释的人心。基于这一思索，西周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宋儒诸贤哲所为之性即理也，以理无不善，有不善则气禀不齐之故也，莫不颇类之于强说。盖理者虚体也，唯存于两性相逢之际之关系，而其关系尤应为人心发现之，且不唯人者，其至于琐屑端绪，虽禽兽亦有凭借经验而知觉之智能。[footnoteRef:16] [16:  西周：《西周全集》，第1卷，第601页。] 

　
    总之，西周认为，所谓“理”就是主观性地把握“关系”，因此乃是“虚体”。而且，这样的“理”的把握，只要是带有“知觉”与“智能”，就不仅人，禽兽在一定程度上亦是可能。西周就这样在与朱子学的对抗之中树立了“理”的把握方式，我将之称为“关系即理”命题。尽管如此，西周为什么会否定朱子学，在此具有了什么样的必要性，接下来我就以此为线索来接近西周的“哲学”。

＊

    首先，我要阐释一下明治初期的思想潮流。针对推动文明开化的政府、民间两方的开明派，“保守主义”的思想支柱就是朱子学。自宽正异学之禁以来，朱子学被视为了唯一的官学，不仅在武士阶层，亦广泛地渗透到了武士之外的阶层，[footnoteRef:17]即便是到了幕府末期这一趋势也没有多少改变。[footnoteRef:18]这一学问的代表，就是横井小楠的“实学”。这一“真正的朱子学”的基本精神即便是到了明治维新之后，也极大地限定了为政者或者知识阶层的思维方式。在此我省略细致的经纬阐述，朱子学的思维方式与神道（国学）相结合，到了明治的第一个十年，则通过将天皇卷入进来而势力大增，一直到明治23年的《教育敕语》的颁布。处在这一“保守主义”的核心地位的人物，就是继承了横井小楠的“实学”传统、偏向水户学的儒学者、作为天皇之师的元田永孚。[footnoteRef:19] [17:  被朱子学（广义地说是儒学）触发的实例，在此可以列举出二宫尊德这一人物。参考二宫尊德：《三才报德金毛录》，《日本的名著》，第26卷，中央公论，第59页。]  [18:  黒住真：《近世日本社会与儒教》，塘鹅社，2003年。]  [19:  依照沼田哲的诠释，与横井不同，元田对水戸学抱有了同情的态度。参考沼田哲：《元田永孚与明治国家》，吉川弘文馆、2005年，第53-54页。] 


　  鉴于这样的背景，我们可以联想到，西周在否定朱子学的过程中带有了一定的政治意图，这一立场应该说亦不是无的放矢。明治政府推行的国教化（祭政一致）政策、天皇的人德较之法律应予优先的亲政体制，与西周在《百一新论》之中所提示的固有立场可谓是截然不同。而且，即便是到了后来的《教门论》，西周亦与加藤弘之一道支持政教分离，强烈批判祭政一致。尽管如此，西周乃是一位毕生致力于“哲学”，探讨“统一之观”（诸科学的统一）的学者，[footnoteRef:20]因此，即便我们认为在西周的论述之中带有了政治性的意图亦是无可厚非之事，但是这也绝对不是我们试图阐述的主线。因此，我们还是回到朱子学的“理学”与西周思索的“哲学”之间的差异性这一焦点问题来展开考察。 [20:  尤其是《生性发蕴》（《西周全集》，第1卷，第45页）与《尚白劄記》（《西周全集》，第1卷，第165-169页）。] 

    在此我们重新回到朱子的“理学”。依照朱子学的原理，以各种各样的事物为对象，穷其内在“分殊之理”，由此就可以“抽象”、即提炼出普遍的同一之“理”。不，更为精确地说，或许可以解读为作为实体的一元之“理”分有为了万事万物。但是，不管是“抽象”还是“分有”，普遍与个物之间的媒介的逻辑究竟是什么也就成为一大问题。一旦欠缺了这一媒介，那么尽管万事万物之间表面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差别，但是却缺少了真正的本质。西周曾接受奥古斯特·孔德的诸学的统一的尝试，并以克服这一问题作为了人生学问的关键，故而对于他而言，“理学”乃是将物理与心理延展为了心理上的道德与法的问题，故而乃是完全难以接受的。[footnoteRef:21]“理”始终是各种各样的特殊之理（分殊之理），必须为它们直接地展开一种统一性的关联。既分割亦统合，也就是“既区别亦连接”，也就是西周的实证主义哲学。 [21:  西周：《生性发蕴》，《西周全集》，第1卷，第31页。] 

    围绕西周选定“哲学”这一概念的问题，应该说西周对于“理”的把握方式，乃至与之相关的“圣人”的把握方式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在朱子学（广义地说就是宋儒）的范畴下，穷通万物之知的“一理”，与之形成一体化的时候，就会诞生作为绝对主体的“圣人”。换言之，不管如何困难，理想上不管是谁皆可以成为“圣人”。宋代导学之祖周敦颐曾提到：“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太极图说通书·志学第十》），这一段话就蕴含着这样的理想。与之不同，日本的古学派认为，圣人乃是特殊的、超越性的存在，普通之人不可能成为徂徕所谓的“先王”或者仁斋所谓的“孔子”这样的存在。普通人最大限度的就是成为“贤人”或者“贤哲”。对于西周而言，“哲学”始终是“希贤哲”的学问，而绝不可能是圣人之学（理学）。[footnoteRef:22] [22:  参考菅原光：《西周的政治思想》（塘鹅社，2009年，第199页）。不过，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哲学林美茂教授所指出的，“Philosophy”的原意原本应该视为“希圣学”，西周之所以选择了“哲学”乃是缘起于未曾理解希腊哲学。但是，我认为反倒是林美茂教授未曾理解到“理”与“圣人”的把握方式的差别。而且，林美茂教授的以柏拉图的“哲学”为唯一的规范的哲学立场亦令我怀疑。参考林美茂：《“哲学”抑或“理学”》，《哲学研究》，2012年，第12期，第72-79页。] 

　　西周就是这样继承了这样的日本古学派的传统。在此我再列举一例，“理即虚体”这一认识，尽管可以说确实受到奥古斯特·孔德的“形而上学”批判的影响，[footnoteRef:23]但是，西周对于“一理”的追索，与将禅宗的“虚无”视为归着点的古学派的认识相互呼应。[footnoteRef:24]尤其是来自徂徕学的影响更为显著。[footnoteRef:25]徂徕区分了天道与人道，并在人道之中区分了“教”与“法”，[footnoteRef:26]这一区分与西周《百一新论》如出一辙。徂徕学可谓是西周选择性地吸收西方思想之际的土壤。 [23:  西周：《生性发蕴》，《西周全集》，第1卷，第50、53页。]  [24: 伊藤仁斋：《童子问》，《岩波文库》下28。参考丰泽一：《近世日本思想的基本型》，塘鹅社，2011年，第133-134页。依照。]  [25: 西周：《向徂徕学叙述志向之文》，《西周全集》，第1卷，第3-6页。]  [26: 荻生徂徕：《辩道》，（《日本的名著》，第16卷，第102-103页）。依照徂徕的理解，人伦世界（仁斋式的人伦日用之世界）与“教”乃是作为“法”的前提的存在。正如徂徕针对赤穗浪士提出了“剖腹”的建议所示，徂徕一方面将道德与法割离开来，一方面亦再重新考虑道德的问题。参考黒住真：《近世日本社会与儒教》，塘鹅社，2003年，第88-91页。] 

    但是另一方面，尽管徂徕的思想之中出现了“理即虚体”的范畴，但是却找不到事物之间的“关系即理”命题。朱子学或者阳明学围绕“事”与“物”的理解基本上视为一个，徂徕在此则是加以区别，认为在先王创造的制度（广义地说是文化）之中，“事”才成为了“物”。而且，依据徂徕学的理解，自然与文化乃是被割裂开来的。不过，西周则进一步认为，文化乃是人操作下的习惯性的形成体，事物的关系可以置换为符号的关系（法则），这样的见解应该说不是来自徂徕学。[footnoteRef:27]就此而言，若是我们阅读了西周针对刘易斯的孔德论而进行逐次注释的《生性发蕴》，就可以知道西周的这一见解应该是来自孔德或者穆勒的影响，这一点无须置疑。[footnoteRef:28] [27: 黒住真：《近世日本社会与儒教》，塘鹅社，2003年，第376-378页。白川静《字统》研究，“物”乃是指牛毛之色，“事”乃是祭祀的器皿。针对指向漠然之事物的“物”，“事”则带有了事行与语言的两面性。伊藤仁斋认为，“物”乃是介于“情”而与“事”相关联。参考黒住真：《近世日本社会与儒教》，塘鹅社，2003年，第280页。山鹿素行则认为，“物”展其用而成为“事”。参考立花均：《素行的思想》，塘鹅社，2007年，第158-160页 。]  [28: 西周：《生性发蕴》，《西周全集》，第1卷，第53页。] 

　  在此我们围绕“关系即理”命题，就时代背景、古学派、孔德与穆勒的哲学之间的异同进行了考察。但是，正如序言之所述，我们只是确定影响的经纬无法明确“关系即理”命题的意义。迄今为止的研究，几乎皆不曾关注到这一命题，即便是有所关注，亦不曾深入考察它的意义之所在。[footnoteRef:29]站在“哲学”的立场，西周提出的“关系即理”没命题之所以中套，是因为它是站在一个“区别-连接”的视角来把握一切事物的关系。正是这一彻底化的视角，从而令西周一方面否定了朱子学，一方面亦区别于古学派。实质上，我论述了不少，但是依旧存在着一个决定性的要点未曾论述，也就是在这一命题背后发挥着支配作用的“天”的思想。“实证主义”哲学与“天”的思想之间的关联，乃是西周与孔德、穆勒之间的决定性的差异之所在。[footnoteRef:30]但是，迄今为止的哲学研究可谓完全缺失了围绕这一问题的探讨。 [29:  井上厚史曾关注到“关系即理”的把握方式，但是却只是将这一方式与主观立场下的语言性的思考相结合在一起，而未曾机型充分的哲学性的考察。参考井上厚史：《西周与儒教思想——围绕“理”的诠释》，岛根县立大学西周研究会编：《西周与近代日本》，塘鹅社，2005年，第146-182页。]  [30:  只要将之与孔德的人类教或者穆勒的《宗教论》进行比较即可。围绕孔德的研究，参考村井久二：《孔德与实证主义》（木铎社，1978年），围绕穆勒的研究，参考小泉仰：《福泽谕吉的宗教观》（庆应义塾大学出版社，2002年）。] 

    西周的著作之中，随处可见“天法”、“天命”、“天则”、“天道”等一系列范畴。[footnoteRef:31]“天”不仅在于古学派，同时也是贯穿于以中江藤树为开端的近世日本儒学整体的一个形而上的主宰性存在，进而言之，它亦牵涉到了日本思想史整体特征的形而上的思想。[footnoteRef:32]如果说西周的“关系即理”命题之背后存在着“气一元论”，乃至将之亦包摄起来的“天”这一实在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将投入到了西周的“哲学”的关注视线，转向贯穿了“关系即理”，进而在这之前的、将事物的关系亦包摄起来的“天”的思想。 [31:  西周：《生性发蕴》、《复某氏论》，《西周全集》，第1卷，第53、296页。]  [32:  佐藤正英：《何谓日本的思想》，筑摩书房，2014年，尤其是针对“物神”（もの神）与“玉神”（たま神）的垂直型关联性的诠释，极为新奇且具有开创性。] 


二、《教门论》与“知／信”命题

    1873年（明治6年），基督教解除了禁令，明六社同人之间为此而引发了论争。概述这一论争，围绕宗教政策大概可以分为四大立场：[footnoteRef:33]第一，就是以森有礼与加藤弘之为代表的功利主义立场，他们认为只要基督教不妨害社会秩序，就应该承认宗教的地位；第二，就是以西周为代表，认为要同时实现信仰的自由与秩序的维持，摸索符合于日本人的信仰方式；第三，就是中村敬宇与津田真道所提倡的，站在宗教的共感、或者宗教与文明相结合的高度宗教的立场，把基督教导入日本以之为国教。第四，就是福泽谕吉提出的，与所谓“蛆虫的视点”——作为面向知识分子的科学的世界观与面向愚民·民众的安心之法——区别开来加以利用的立场。由此可见，西周的立场多少带有了“哲学者”的姿态。《明六杂志》连载的《教门论》的起始部分，提示了西周关涉宗教的基本立场。在此所谓的“教门”，是指广义的“宗教”。[footnoteRef:34]西周提到： [33:  参考小泉仰：《福泽谕吉的宗教观》（庆应义塾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2-40页）。坂谷素也提倡这一种道德宗教，可以列为第二个类型。西村茂树作为明六社同人，主张“圣教”。不过这一“圣教”乃是德教与西洋哲学的综合，偏离了宗教这一范畴。参考真边将之：《西村茂树研究》（思文阁出版，2009年）。不过，与小泉突出了福泽谕吉的“局外”的视角不同，西村稔关注到了“说服的逻辑”与“谨慎”。二者的诠释的差异之处令人深受启发。参考西村稔：《福泽谕吉国家理性与文明的道德》，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6年，第287页。]  [34:  翻译语“宗教”得以确定，乃是以森有礼的论文（《明六杂志》第6期）为开端。] 


        教门为信所立也。信无不扎根于知之所及。人既知之，则其理即为己有。然若不能得知，唯有推及其知，以信其不知，故而其理不在己有。然则，匹夫匹妇信木石虫兽为神，信高明博识之天，信理，信上帝，皆不知而信者也。虽有差等，其揆即同一也。[footnoteRef:35] [35:  西周：《教门论》，《明六杂志》（上），岩波文库，第155-156页。] 


　  由此可见，“知”与“信”在此被加以区别开来。基于前文所述的“关系即理”命题来加以补充的话，那么“知”就是基于观察来把握事物关系的“理”，由这一“理”来加以“推”理，从而将“虚体”作为“信”是“真实的存在”而加以接受下来。接下来，西周进一步讲述，“信无本末，信之为真者”。这一“信”的对象之间尽管存在着高低的“差等”之别，但是在并非“知”这一点可谓一切皆被视为了“同一”。在此，我将这一理解把握为“知／信”命题。[footnoteRef:36]围绕这一命题的内涵我在之后再予以讨论，在此我想首先阐明一下西周的宗教论的全貌。 [36:  菅原光站在“法学”的立场关注到了信与知的关系问题，对此笔者亦深受启发，参考菅原光：《西周的政治思想》（塘鹅社，2009年）第四章。] 

    根据西周的诠释，“信”存在的人的心里，即内心的领域，关涉心的善恶与死后的苦乐问题。换言之，宗教乃是个人的内面的问题。[footnoteRef:37]因此，政府不能强迫或者剥夺人的“信”。政府权限之所及，只是在于规范行为的法度（制度）而已。政府官僚实质上亦为自身的“信”所激励而动。这样一来，政治与教门既然本质上有所不同，那么政教就必须加以分离。[footnoteRef:38]但是，宗教若是与“一统万世”这一最大的国家制度相抵触的话，则可以视之为例外。[footnoteRef:39] [37:  “宗教”原本是由三大要素构成，即超自然的存在的信仰、象征性的媒体、集团的情感性的一体性。参考尼古拉斯·韦德：《诞生宗教的本能》（NTT出版，2011年）。在此，西周可谓受到了近代社会的个人中心式的宗教观念的影响。]  [38:  所谓“政教”、存在着“宗教政治（祭政）”与“德教政治”两条道路。元田永孚认为，“尧舜之道”就是普遍的德教就是天祖神道就是非宗教，由此而提倡后者意义下的“圣教一致”。参考沼田哲：《元田永孚与明治国家》，吉川弘文馆、2005年，第291-293页。]  [39:  西周将天皇视为了国家制度，参考菅原光：《西周的政治思想》，塘鹅社，2009年，第36页。] 

    基于这样的前提，西周认为，政府的工作更进一步涉及到“文教”。学术（文教）乃是人智的开明，教门则是向人智无法企及之处发挥出“信”。因此，二者之间尽管可以说存在着天壤之别，不过“文教”推进，那么“信”也会“纯粹简洁”，也就不会与治术（政治）“相背驰”。“知之大者，其信之处亦而高；知之深者，其信之处以亦必而厚。”由此可见，西周所期待的，就是通过贤哲之“信”而“渐次观化”、不断推广庶民之“信”。由此，也就必须保证贤哲的“知”与“信”的自由。
    西周在此，针对非“知”的视角下的被视为了“同一”的“信”的对象，强调了与“知”的内容相对应，存在着“信”的“高低”或者“厚薄”的“差等”。“同一”与“差等”表面上是矛盾的，——不过围绕这一问题的解释我想留待后文再予以阐述。西周认为，经过“知”的洗练，“纯粹简洁”的“贤哲之信”的对象，乃是可以借助通万有之“故”、且穷心性之征而被加以把握的“理”来加以推导的，作为了“虚体”的“主宰性的存在”。因而，“不予违背”这样的“主宰”之“命”，或者对于这样的“主宰”之“命”的“无不然”采取一种牢固的信赖之态度，也就是“诚”的态度乃是“信”的核心之所在。[footnoteRef:40]这一“主宰”之“命”乃在于世界无处无所皆为同一的存在，不过囿于教门之别，其规则或者礼仪则会大相径庭而已。 [40:  伊藤仁斋将“真实无伪”视为“诚”，伊藤仁斋：《语孟字义》“诚”，（日本思想大系，第33卷）。与之不同，朱子将“真实无妄”把握为“诚”，谓之“天道至诚”。参考丰泽一：《近世日本思想的基本型》，塘鹅社，2011年，第162-163页，黒住真：《近世日本社会与儒教》，塘鹅社，2003年，第341-346页。] 

    那么，西周作为“贤哲”之人，其自身究竟持有什么样的“信”？西周认为，所谓“信”就是“行平素之己、律身”之大本，其所指向之“真正的存在”就会在询问己心之中会自然地明确下来。这一“信”走向具体化，会作为“情”而溢示出来，也就是“人之性”或者人心的本来之用。人之心性与其形骸一致，被视为了“天赋”。“人之本在于天”。西周承袭了近世日本的思想传统，将“主宰的存在”称之为“天”。“天赋”就是“天意”，即以“天”的意志为前提。但是，朱子学的“一理”之中无法设定所谓“天意”。而且，考虑到“天意”与“恶”的关系之际，我们一会感受到一种牵强。“天即理”成为了“理即天”，其结果即终止于“理即理”的循环往复。针对这一朱子学的“死胡同”，西周认为“天犹如国王，理犹如诏敕·法令”，“天”处在至高无上的地位，无一可与之对。处于天之地位的，就是有意之“帝”，但是，为了与人之帝不至于混淆，故而为“上帝”，且由于其功德不可测、不可思议，故而亦称之为“神”。[footnoteRef:41]因此，“天理即神理”、“天赋即神赋”。天之“理”铭刻在人心，遵守信奉之，即可获得永恒之幸福。 [41:  依照白川静的研究，殷商将至高无上的存在称之为“帝”，周代称之为“天”。参考白川静：《诅咒的思想》（平凡社，2002年，第134、268页）与《中国古代文化（一）》（中公文库，1979年，第282页）。] 

    西周在阐述的最后提到了“信”之“益”。“信”乃是重德之元、百行之本。尤其是“贤哲之信”，乃是修己治人之道的基础。因此，作为社会领袖的“缙绅先生”才最需要“信”。如果没有针对主宰即天的“信”，那么就会难以开启风化，推兴文明，也就与“田爷村女”没有任何差别。在此，西周引以为问题的，乃是为政者或者学者的“信”，为这一“信”所支撑的“德”。[footnoteRef:42] [42:  该处内涵亦与以政者·学者为对象而翻译过来的“利学”这一概念的旨趣相重合。参考菅原光：《西周的政治思想》（塘鹅社，2009年）第三章。大西祝认为该处“误译不少”，实质上没有把握到西周的真意。参考《哲学会杂志》（第15号，1888年）。同是立足于功利主义立场，西周却没有如同穆勒一样，采取正义感与人类爱的两阶段说；亦没有如同孔德一样，直接飞跃到人类教的立场。参考穆勒：《孔德与实证主义》，木铎社，1978年。] 

　
＊

    至此我们探讨了西周的宗教论。西周的“天”之“信”表述为了“天道”，散见于《百一新论》或者《人世三宝说》这样的主要著作之中。[footnoteRef:43]基于此，就西周的哲学而言，“知／信”命题具有了什么样的意义？接下来我将就此展开探讨。 [43:  西周：《百一新论》（《日本的名著》，第107页）与《人世三宝说》（《西周全集》，第1卷，第543-544页）。] 

    西周的“知／信”命题表面上看来，或许不过是简单地区分了“知”与“信”而已，迄今为止的诠释大多也基本如此，但是，若是我们聚焦这一命题的根底，就会认识到一个“知”与“信”的关联结构，也就是二重性的向量（vector）关联。参阅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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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一方的向量，即从科学走向形而上学的道路，就是通过现实事物的各个关系的“知”而把握了的“理”，以此来展开推论，趋向作为“主宰存在”的“天”。另一方的向量，即从宗教走向道德的道路，就是通过对于“天”的“信”，由此而趋向作为“命”而被接受下来的“理”的现实化。具体而言，就是依据对于“天”的“信”，将现实的各个关系把握为必然的（或者自然的）所与，自背后来支撑起在这样的所与之中展开行为的人的“德”。概而言之，在此所浮现出来的，就是通过推论而被把握了的形而上学的“天”转换为了作为信仰对象的“天”，通过这样的意义转换，“天”成为了一个支点，而构成了“科学与形而上学与宗教与道德的关联性结构”。在此，“理”处在了媒介的地位。
    围绕“天”这一概念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挖掘下去。之前我们提示的“关系即理”命题所代表的，就是指“现实”乃是各个关系网络的整体，各个关系通过“知”而被把握为了各种各样的“理”，而且，既区别亦连接各种各样的“理”，也就是“哲学”。因此，“理”就是关系的主观性把握，被视为了观念，因而是“虚体”。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通过“理”的推导而得到的“天”，也就会是虚体之上的虚体的重合，故而也应该是虚体的存在。也就是说，站在“知”的立场，不仅是“天”，所有的形而上的原理皆不过是观念、即虚体而已。但是，尽管如此，站在“信”的一侧，则是将这一观念即虚体作为了“真实存在”而接受的。现实的各个关系运动的整体在被作为“天”之“命”而被接受的时候，在现实之中行为的人的“德”也就由此而获得了支撑。作为“真实存在”的“天”对于“知”与“行”而言，既是虚的存在，同时也是实的存在。
    在此我要重新讨论一下这一立场与古学派之间的差异。古学派的“天”乃是“天地”的“主宰”的存在，是依靠“知”亦难以把握的深不可测的超越者。但是，它实质上与“天地”（或者宇宙）重合，“天之道”亦与“天地之道”被视为同一内涵。[footnoteRef:44]所谓“天地之道”，简言之，也就是包摄了人类的行为，不间断地活动的流动性网络式的宇宙。山鹿素行称之为“天地之妙用”，即“生生不息之用”、“人的创造之不可企及之物”。[footnoteRef:45]伊藤仁斋认为：“天地为一大活物，生物而不为物生，悠久无穷。其气无所生，亦无所不生。”[footnoteRef:46]荻生徂徕则认为：“天地活物，神妙难测。”[footnoteRef:47]但是，西周对于这样的“天即天地”说，并没有犹如古学派一样，站在一个实践性的体认或者精读古典、穷理这样的主体性的，也就是个人的主观性的立场，而是导入了“区别-连接”的逻辑来加以解读。这一点可谓是西周“哲学”与古学派“思想”之间的决定性的差别。站在“知”的一面来加以考察，“天”可谓是为了映射出活动的整体（活物）的、也就是镜子的虚焦点（或者不断转移的中心）。但是，站在“信”的一面来看的话，“天”乃是“行”的终极支撑。将虚实合致在一起的“天”的思想，就是“无极而太极”这一自古以来的形而上学的根本理念的变化。[footnoteRef:48] [44:  丰泽一：《近世日本思想的基本型》，塘鹅社，2011年，第136-137页。]  [45:  山鹿素行：《语类》（《山鹿素行全集》，第10巻，第281页）、《谪居童问》（《山鹿素行全集》，第12巻，第153-154页）、《语类》（《山鹿素行全集》，第7巻，第28页）。参考立花均：《素行的思想》，塘鹅社，2007年，第102−108页。]  [46:  伊藤仁斋：《童子问》，《岩波文库》中67。]  [47:  荻生徂徕：《徂徕先生答问书》，《日本的名著》，第12巻，第308-309页。]  [48:  井筒俊彦：《意识与本质》，岩波书店，1983年，第222页。] 

    西周在“知／信”命题下明确把握的，就是以“宗教”之名而被指代的事物的核心。人经虚构把握为真实并予以信之。超越性的外在的依据，不会存在于意义的宇宙之中。这也就是无根据的生成。正因为缺失了根据，故而人才会去寻找根据。根据就是基于意义来接续意义的“意义之链”的终点，就是赋予现实以方向·意义（Sense）的终极支撑。根据作为“知”是一个虚构。但是，人类的切实愿望会将虚构转换为真实。“天意”之中可以映射出人类切实的关心。热情地支撑着生存在一个毫无根据的意义下的宇宙之中的人的生命，冲动性地统合了人类的共同体的，就是作为象征而被人格化了的、被故事化了的，既虚亦实的一个视角。
    概而言之，通过既区别亦连接“知”与“信”，西周把握了“科学与形而上学与宗教与道德的关联性结构”。而且，西周一边把这一结构下的“系统”作为背景来加以维持，一边依据“关系即理”命题而将“现实”世界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区别与连接。这就是一种诸科学的“统一之观”的具体展开，而且也是一种“功利主义”伦理学的体系化。在这一时候，西周引以为强大依据的，就是在《心理说一斑》所提出来的“情=脑”命题。

三、《心理说一斑》与“情=脑”命题

    西周在题为《心理说一斑》的演讲（原稿）的一开始就提到了“心理学”的历史，指出心理学是与宇宙论相并立的，长期以来一直以演绎逻辑为基础的无形理学（形而上学）的一部分。但是，到了十九世纪中叶，孔德或者穆勒的归纳法逻辑才得以登场。这一实理（实证主义）的时代的结晶，也就是亚历山大·贝恩（或者）斯宾塞的心理学。这一新的心理学也采取了以有形理学的格物学（物理学）为基准的方法。但是，我们不管怎么去解剖人脑，都找不到灵魂或者知识或者意或者情。心理学也就是依据外在的现象与自身的体验而进行的推测。与可以进行数量化评价的“化学”比较而言，心理学的确定性不得不说极为低下。[footnoteRef:49] [49:  在此谨就西周的阐释予以补充，经验主义心理学始于詹姆士·穆勒的联想主义心理学，詹姆士·穆勒曾接受边沁的影响。而后，这一心理学在经贝恩与斯宾塞而走向彻底化的过程中，出现了生理与心理的关联性问题。在这之前，就是以汉密尔顿与希文为代表的“精神道德哲学”（mental and moral philosophy），西周曾翻译希文的著作。在这之后，心理学转向了实验心理学。费希纳与韦伯的精神物理学与冯特的民族心理学构成了心理学的最前沿。心理学传播到了美国之后，则是以耶鲁大学的拉德与哈佛大学的詹姆士而闻名。不可否认，心理学的历史延展并没有进入到西周的视野之中。不过，将实验心理学输入到日本的，乃是担任东京大学心理学讲座教授的元良勇次郎；担任伦理学讲座的中岛力造，则是拉德的弟子。参考冲永宜司：《心的形而上学》（创文社，2007年）第1章，围绕拉德的研究，可以参考《哲学杂志》第14卷（明治32年）。] 

[bookmark: OLE_LINK29][bookmark: OLE_LINK30]    基于此，西周开始在“知情意”的结构下开始展开“情”的解析。这一时候，西周自身也承认，自己所进行的解析不过是一场“设想性的论辩”，而不是学术上的“实验”。自我觉悟到自身所处的地位，由此而保持一种“谦虚”的态度乃是西周的人格魅力之所在。自古以来，“情”这一概念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皆被分为了所谓的“七情”、“六情”或者“十三情”。而且，其大多与道德感情相重合在一起。与之不同，在亚历山大·贝恩或者希文的心理学之中，“情”这一概念则偏向“被组织了的、复合的（compound）情感”，“单纯的（simple）情感”则不被加以留意。与之不同，西周反过来主张更应该提炼出这样的“单纯的情感”。西周为什么会拘泥于此？对此我想暂且搁置一下，在之后再予以讨论。
    自心的活动或者状态之中，西周选择甄别出了“单纯的情感”。首先，“欲望”被加以排除，也就是“肉体欲望”（五欲）与“理性欲望”（六欲）；其次，被排除的就是感性之中最为直接的“感觉”（sensation）；进而，以恶意（褒扬、请求、憎恶、侮辱）、善意（崇敬、信仰、慎重）、其他的观念（怀疑、嫉妒、诧异）为例，或多或少混杂了“观念”的所谓情感或者意志的发动亦被加以排除。这样一来，也就只剩下了“单纯的情感”，即“喜”或者“忧”的“顺境八情”与“逆境八情”的所谓“十六情”。依照贝恩这样的学者的理解，这样的“单纯的情感”相当于“快乐”与“痛苦”，“顺境”高涨就会转换为“逆境”，即所谓“乐极生悲”这样的“关系的法则”（“关系即理”命题）可以适用于此。不过，西周而后将这样的“单纯的情感”增加了一对，即为“十八情”。
　  在此，我么没有必要将目光深入到西周解析的细节之处。最为关键的，就是被视为“单纯的情感”的快乐·痛苦之中存在着“十八情”的重层式结构，它们一旦对于人类社会的事象或者他人予以发动，就会与各种各样的“观念”相结合，在人经过了思虑而付之行动之际，会成为“社会事象的原行”。在此，我们只要确认这样的基本的方向性即可。围绕这一“单纯的情感”的展开，西周进行了这样的描述。[footnoteRef:50] [50:  西周尽管提到了“单纯的情感”与社会的societal惯习，乃至与制度之间的连带性，但是却没有加以展开。为此，必须实现确立一下直接交流的独自性的存在乃至机能分化的问题。围绕自各种各样的交流的分化到机能系统与机能性的·包摄性的共同体的形成的问题，可以参考森下直贵编：《生命与科学技术的伦理学》（丸善出版、2016年）。] 

　
        例如喜悦、娱乐既是展现社会兴盛的绝佳例证，同时也会成为音乐的原行。较之忧愁，悲哀乃是丧的原行；憎恶、愤怒乃是刑罚、军旅的原行；慈悲乃是恩惠的原行；惊惧乃是教法、祭仪的原行。[footnoteRef:51] [51:  西周：《心理学一斑》，《西周全集》，第1卷，第593页。] 


    在提示了“单纯的感情”，描述了各自的关系之后，西周将阐述的主题转向了带有“情感”的人的“心意”的归属问题。[footnoteRef:52]这样一个话题转向尽管确实显得过于急躁，但是在此却可以找到西周演讲的真实意图。迄今为止，围绕心的归属问题存在着两大学说，一个是认为灵魂栖居于脑盖之中（外来栖居说）；一个是认为灵魂存在于大脑之中，产生了知·情·意三大现象。对此，西周则提出了新学说，认为心的状态乃是大脑的形状的变异体，同时也是大脑的形态的变化。而且，西周还将“十八情”与大脑的各个部分的各种各样的形态进行了对应。西周指出，“喜”乃是大脑开发的形态，“忧”乃是大脑收敛的形态。在此，我将这样的二者对应称之为“情=脑”命题。西周认为，“知情意”的区别实质上就在于大脑形态的差异，并不存在所谓“情”的特殊器官。尽管心理学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名目称谓，但是皆是大脑形态之变异也。 [52:  这是一个在一开始就存在了的悬案。参考《哲学关系断片》（《西周全集》，第1卷，第177页）与《灵魂一元论》（《西周全集》，第1卷，第188页），在此我们可以解读认为西周是站在了一个灵魂、即元质乃是以“脑”为“栖居之所”的立场。] 


＊

    站在形而上学的立场而言，依照“知／信”而被提示出来的“天”就是一切实在的诸关系的整体、即包摄“现实”的统一点。西周基于“关系即理”命题，尝试将现实性的诸关系既区别开来亦连接在一起。西周实质性地实践这一思想的依据，就是“情=脑”命题。而且，这样的实践存在着两个方向，一个是以天理的两大领域——物理与心理之间的“区别-连接”为目标的“统一之观”，即实现诸科学的统一；一个是教与法之间的“区别-连接”为目标的伦理学的体系化。接下来，我想简略地探讨一下西周为此而进行的的尝试。
    首先，就是“统一之观”。众所周知，孔德依据实证主义尝试谋求诸科学的统一。孔德之前的范例，就是亚里士多德的二分法（理论学·实践学）、斯多阿学派的三分法（逻辑学、自然学、伦理学），到了西欧近代时期，伽利略的机械技术学登场，笛卡尔与培根尽管延续了这一立场，但是并没有实现革新古典传统框架。就此而言，孔德的尝试可谓具有了划时代的意义。孔德采取新分类的原理就是“从抽象到具体”。沿着这一原理，孔德逐次地为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社会学奠定了基础。但是，在孔德的框架下，心理被还原为了生物学·生理学，由此而突兀地跨越到了社会学。心理学的独特领域存在了缺陷。由此，英国的穆勒认识到了“生理与社会之间”的“缺失的一环”（missing link），故而早早地尝试搭建起一个桥梁。而且，西周亦赞同穆勒的立场，并也进行了尝试。[footnoteRef:53] [53:  西周：《生性发蕴》，《西周全集》，第64、65页，尤其是第106−109页。] 

    穆勒在《逻辑的体系（System）》之中，通过创立国民性的心理学，从而在人类普遍适用的“联想主义心理学”与英国大多数人抱有的“幸福感”（“具有”）搭建起了一个媒介，即作为“心理与社会之间”的嫁接的尝试。以“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的理念”（“应该具有”）为根基，穆勒的尝试在推动功利主义政策这一领域具有了重大意义。但是，穆勒的这一构想最后遭遇失败，不得不选择放弃。[footnoteRef:54] [54:  川名雄一郎：《社会体的生理学》，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12年，第242页。] 

    与之不同，西周并没有关注到“心理与社会之间”，而是基于曾经立志成为“儒医”的缘故，将关注的焦点转到了“生理与心理之间”的问题。西周探讨了大脑与“单纯的情感”之间彼此对应的方向，情的形态与脑的形态彼此对应的“情=脑”命题应该说就是“关系即理”命题的一大适用。孔德不曾实现的诸科学的统一，尽管被限定在了个人心理的层面，但是可以说却通过西周而得以实现。西周尝试的整体样态，即秘藏于自身的记录本之中，亦在时间上空间上处在了一个孤立的地位。依照研究史的所谓通说，西周曾经关注的嫁接的问题，也就是实现统一科学的梦想到了晚年不得不选择放弃。[footnoteRef:55]但是，只是关注表面性的问题，我们就不会发现西周进行这一尝试的哲学性的意义。[footnoteRef:56]之所以如此，是应为令这一尝试成为可能的，乃是“情”的世界被分解为了“单纯的情感”的诸关系。西周拘泥于“单纯的情感”的根源正在于此。而且，西周拘泥于此的动机，即是在留学以前一贯抱有关注的“性理学”。[footnoteRef:57] [55:  小泉仰：《西周与欧美文明的邂逅》，三岭书房，1989年。]  [56:  小坂国继将之解释为“感觉的良好”，参考小坂国继：《明治哲学的研究》，岩波书店，2013年，第149页。]  [57:  西周：《致函对西方哲学表述了关注的松冈鏻次郎》，《西周全集》，第1卷，第8页。] 

    脑与心的对应关系乃是哲学的核心主题之一。围绕这一问题，学术界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学说，且基本上与西周没有任何关联。[footnoteRef:58]这一问题的论争至今还未结束。在这一过程中，西周的尝试与最新的学说相比而言或许看起来处在了初级阶段，但是西周思索的基本方向却一点也没有错误。[footnoteRef:59]尽管如此，就近代日本的“哲学”而言，最为重要的并不在于理论的细节，而是在于将“区别-连接”加以彻底化的西周的“哲学性思索”。 [58:  依照十九世纪后期的心理学说而言，针对前期的联想主义心理学（联想之飞跃）而为心理学界所提示出来的，就是斯宾塞的进化中枢化说、唯物论者的物质延长说、新康德派的思维构成说、马哈的中性一元论、詹姆士的心粒子或纯粹经验。参考冲永宜司：《心的形而上学》，创文社，2007年，第1-2章进行了详细论述。]  [59:  围绕对应关联的问题，究竟是以脑为出发点还是以心为出发点，是将心把握为符号操作还是情动性地加以把握，围绕这样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亦存在着多样化的见解。在此，运用“康托尔集合”、“混沌理论”、“分形结构”的数学模型极为吸引人。参考津田一郎：《心皆数学》（文艺春秋，2015年），不过，引导数学模型的是哲学性的构思。] 

    其次，则是伦理学。围绕与物理相区别的心理范畴下的“伦理”，西周认为存在着三大基准：行己（修己）之道德（教育）、与人交往之社交（人伦）、治人之政治（法）。西周在明确区分了三大基准的基础上，进一步谋求彼此之间的统一性的关联。这一统一性的原理就是“健康”、“富裕”、“知识”的所谓幸福“三宝”。在每一个人的道德层面，在以友人关系为原点的社交的场所（家族·地域共同体·市民社会）之中，进而即便在政治与法的世界之中，伦理的原理皆是一致。将伦理的世界既区别为各个基准亦统一性地连接起来，这一构思在日本的伦理思想传统之中并不存在。因此，西周的尝试就体系化这一视角而言可以说是日本最初的一个尝试。[footnoteRef:60] [60:  系统伦理学可以参考森下的前揭书。较之井上哲次郎的《伦理新说》，西周在“体系”这一方面可谓走到了前列。围绕井上的问题，参考森下直贵：《井上哲次郎的“同=情”的形而上学》（《浜松医科大学纪要 一般教育》，第29号，2015年3月，第1-43页）。] 

　  承前所述，针对“天”与“天”之“命”的“信”可以给与人以“永恒的幸福”。但是，作为伦理的原理的“三宝”却是世俗性的幸福，因此就不是最高的善，而不过是次善而已。西周认为，次善的世界下的治国伦理与安民政策，乃是由以“信”为背景的为政者的“德”所支撑起来的。就功利性原理的适用这一视角，或者就只是将“信”与“德”组合在一起的立场而言，西周可以说在功利主义伦理学之中占据了独特的地位。使这一论断得以成为可能的，应该说就在于西周将“情”选择分化为了“单纯的情感”。
    西周落实到“单纯的情感”这一思想，不仅对于功利主义伦理学，更为广泛地说，对于整个伦理思想史亦带有了重大意义。将“单纯的情感”视为伦理的起点，也就是不将孟子以来的传统、即“四端”之心作为出发点。尽管围绕“性”的把握方式存在着不同，但是不管是伊藤仁斋还是荻生徂徕，不管是朱子学（本然之性）或者佛教（佛性），进而西方的道德哲学（moral philosophy）之中皆存在着“性即善”的传统思想。通过排斥这一不言自明的大前提，西周就“伦理”的地位进行了重新的确定。[footnoteRef:61]通过这样的转换，彼之道德主义与此之政治主义同步地被加以排斥开来，道德与人伦与政治得以重新地被加以接续起来。即便在此，令这一伦理学的体系化成为可能的，也就是西周推动的“区别-连接”的“哲学性思索”。 [61:  不过，西周的《人生三宝说》出现了两处“蔼善之情”的表述（参考《西周全集》，第1卷，第522、547页）。这一“蔼善之情”乃是接受了共同性，或者将利他性与“情”重合在一起的传统。这是否就是徂徕学的残留之物？西周的《心理说一斑》之中，尽管这样的传统不再作为出发点而存在，但是该处的诠释则极为微妙。] 


结论：哲学“体系（System）”与日本“形而上学”

    西周的“哲学”的核心在于，指向“现实”的所有一切的诸关系的网络整体的一种“既区别亦连接”的视角。这就是“哲学性思索”的一个具体化。通过这一“区别-连接”的视角，西周既分割亦统合地把握了科学与哲学、形而上学与宗教、物理与心理、生理与心理、单纯的情感与复合的情感、宗教与道德、道德与人伦等一切事物。西周的哲学“体系（System）”的内涵就体现在了这样的包摄之中。
     作为一切事物的诸关系之整体的“现实”，在近世日本思想的文脉之中被视为了“天道”，实质上则是与“天地之道”重合在一起。因此，将“区别-连接”导入到“天地之道”，也就象征着站在“知识”的立场，尽可能地把神妙不可预测的“天之道”近似性地言说出来。“天之道”以空海的密教思想为始而不断延绵，一直与日本式的形而上的思想相关联。这样一来，西周的“哲学”也就是不仅是将“哲学性思索”现实化而具体地建构起哲学“体系（System）”，同时还带有了树立日本“形而上学”的尝试。西周的这一尝试尽管之后出现了不同的转向，但是却为第二代的井上哲次郎、第三代的西田几多郎所继承下来。[footnoteRef:62] [62:  围绕井上哲次郎的研究，可以参考森下直贵的论文《井上哲次郎的“同=情”的形而上学》（《浜松医科大学纪要 一般教育》，第29号，2015年3月，第1-43页）。而且，西田几多郎最后未完成的论文，亦是以“我的逻辑”为标题（《西田几多郎全集》，第12巻，岩波书店，1966年）。这一事实，可谓与西周的演讲一道，展现出了近代日本“哲学”的志向。] 

最后附带言之，西周的功绩并不止于创造了与“哲学”相关的术语，还在于超越了以往的“思想”，第一次达到了真正意义下的“哲学性思索”，因此带有了日本的“哲学”的可称之为“内在的制度化”的意义。在一个为了提高国民国家而殚精竭虑的明治时代，出现了西周这样一位“哲学者”，实在是令人再度充满惊奇之感。如果说存在了西周托付给二十一世纪的我们的课题的话，那么这一课题也就是如何突破“哲学”的界限，进一步向前进。

付记：本文是基于国际学术研讨会“东亚近代哲学的生成与展开”（厦门大学，2016年10月01日）所发表的《西周的“理”的转换——近代日本哲学的形而上学的次元》（《论文集》）而进行了大幅度修改之后所提出的。中文版将收录于《圆桌》杂志，该文的日文版将刊载于《浜松医科大学纪要 一般教育》（第31号，第1-21页，2017年3月）杂志。

译者：吴光辉，厦门大学外文学院日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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